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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屋

书人茶话

■ 唐 山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正确理解这句话的人不多：一些

人误以为，关乎“兴替”的才是历史，无

视“小历史”中的大智慧，忽略了历史

经验的丰富性；另一些人则误以为，逻

辑完整、有头有尾、令人慷慨激昂的才

是历史，沉迷于故事，忽略了历史经验

的深度性。

人类思维有天然短板，易将“故

事”当成“事实”，不自觉地将偏见、误

会、自以为是等合法化。太多“大文

章”建构在“误读+架空”的规律之上，

无非“六经注我”。

因此读史有时是一个步步惊心的

过 程 ，须 警 惕 虚 假 的“ 因 为 …… 所

以”。好的历史书会时时提醒读者，使

人审慎，但这种体现专业性、责任感的

好书，常被讥为“难读”“故事性不强”，

成了“冷门”书。

所幸读者的认识总在进阶，真诚之

作终会替代虚假之作。与其明日追读，

不如当下读起。2024年，至少这四本略

显“冷门”的历史书，我们不应错过。

王安石为什么爱“抬杠”

若王安石自称第二“杠头”，无人

敢认第一。司马光称他“用心太过，自

信太厚”。朱熹称他“直是强辩，邈视

一世”。

北宋重“异论相搅”，言论环境宽

松。王安石多次面刺宋神宗“不明于

帝王大略”，宋神宗不以为忤。可奇怪

的是，宽容既未推进政治文明，亦未实

现富国强兵，反致朝堂上意见激烈对

立、党争不已，事事议而不决。

王安石学问大、脑子快、善驳难，

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时，只用

一年便将耿直的同僚唐介气死（或许

这是南宋人编的段子），主政后，常令

司马光等哑口无言。

王安石的辩论技巧不复杂：一是

气场强，自信绝对正确。二是多谈大

原则，忽略细节。宋神宗焦虑于“盗贼

增多”，王安石立刻反驳，尧舜治天下，

也有盗贼。三是动辄人身攻击，谁质

疑新法，谁就是“小人”“奸臣”。

王安石屡屡在嘴上取胜，因时人

不讲逻辑，建言皆来自古书，王安石能

一口气列出数条记载，搞“文史轰炸”，

别人用此法反驳，王安石能迅速找到

漏洞，展开反击。

互掉书袋本是最低级的论辩术，

新信息不等于新证据，一万条与一条

无别。读《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

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一书，每每扼

腕：千载前亚里士多德已创形式逻辑，

为何智慧如王安石等，连基础水平都

达不到？或因古希腊议论面对大众，

需说服万人，倒逼议论工具走向成熟；

而宋人只面对皇帝一人，投其所好即

可，讲逻辑太迂阔。

王安石被重用，因宋神宗也“好

辩”，喜当庭驳难，令臣子窘迫，王安石

则随时能接上话。王安石、宋神宗都

在“虚拟环境”中长大，前者以会读书、

会考试而成功，后者以好学、有进取心

而上位，这扭曲了他们的现实感，他们

会因一句经典错引而愤怒，对百姓挨

饿却无感。他们心有灵犀，却未必是

众生之福。

北宋的宽容之风，系于皇帝的个

人修养，而非权力约束，在此脆弱基础

上，王安石虽人格高尚，也难被长久信

任，变法失败早已注定。时代困局中，

北宋士大夫多“强辩”，只是王安石独

背污名。可惜一番挣扎后，王安石式

辩论术仍在，但集体理性未得寸进，历

史反而陷入停滞。

本书体量虽小，感慨却深，唯有愿

者能得之。

科技能拯救世界吗

“要么西方衰落，要么亚特兰特罗

帕成为转折点和新目标。”这是德国建

筑奇才赫尔曼 · 索尔格尔的名言。他

提出了疯狂的“亚特兰特罗帕计划”：

在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海峡建大坝，

把地中海变成陆地，使德国得以扩张，

“西方文明”获得新生。

该计划源于19世纪中后期法国工

程师鲁代雷提出的“撒哈拉海计划”：

引海水淹没撒哈拉沙漠，改善地球气

候。鲁代雷不是气候学家，对沙漠了

解甚少，但他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他的

话术是：沙漠有害；不治理，沙漠会入

侵欧洲；到那时，想治理已来不及；靠

科技拯救世界。

欧洲推进现代化的话术是：传统

有害；推翻传统，才能进步；落后了，就

再难追上；靠科技摆脱落后。

鲁代雷抄袭了这种现代化话术，

这种话术屏蔽多种因素，将复杂世界

简单化，只为激起人们的参与意识。

“撒哈拉海计划”漏洞百出，地中

海周边地势高，海水根本无法进入撒

哈拉沙漠。但在鲁代雷忽悠起的焦虑

感下，越无法实现，人们越愤怒，反而

热衷于提出更大、更“彻底”的终极解

决方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有类

似计划被提出、被尝试。

《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

危机》一书作者菲利普 ·莱曼指出，鲁代

雷、索尔格尔的最大偏颇，在于试图用

工程思维解决系统问题。面对复杂世

界，工程思维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

会制造出另一个问题，使人们陷身其

中，永无宁日。要解决系统问题，只能

采取系统思维。然而，系统思维太慢、

太绕远，工程思维却给人以虚幻的掌控

感。工程师们提出越来越“大胆”的计

划，到后来，除非依靠强权，才有可能实

现。索尔格尔于1928年加入纳粹，后任

希姆莱的副官，以“造福人类”为名，最

终变成“人类之敌”。

鲁代雷、索尔格尔等已作古，但工

程思维仍在，它潜伏在现代生活的诸

多细节中，比如广告里，家庭主妇因厨

房污秽而崩溃；代言去污剂的人从天

而降，一挥手，一切洁净；家庭主妇快

乐地奔跑在草地上……

这种“危机出现—迅速解决—生

活变好”仍是“现代迷信”的话术，它暗

示“只要找到办法，问题瞬间解决”。

如人类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撒哈拉

海计划”只会一次次卷土重来。

阴谋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

迪遇刺身亡，多位记者因及时报道，获

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其背后却是天大

的笑话：刺杀发生时，记者们都在媒体

报道车内，距肯尼迪数十米，无人留下

一手信息，唯一一段模糊影像出自路

过的札普鲁德，他是裁缝，不是记者。

很多记者没听到枪声，却写出“现

场报道”。输给业余的札普鲁德，他们

很不爽，强烈要求集体采访刺客奥斯

瓦尔德，监狱方被迫同意。两天后，采

访现场挤满笨重的摄像机、电缆，四处

乱哄哄，杰克 · 鲁比混了进去，枪杀了

奥斯瓦尔德。从来没有一个记者反省

他们造成了奥斯瓦尔德的死亡，反而

欢呼：这是“人类首次被直播的凶杀

案”，标志着电视采访从此成为王者。

第一时间没出现在现场，写出来

的只能算假新闻，但那些报道肯尼迪

遇刺事件的记者们“专业”地掩盖了这

一致命缺陷。掩盖技术包括采访在场

的普通人、做新闻的第二落点等，此

外，每逢肯尼迪遇刺周年，媒体都大加

炒作，一次次邀请不在现场却写出报

道的“名记者”“回忆”过去。为了让持

续炒作更具吸引力，一位“刺杀现场的

记者”突然提出阴谋论，而他在一年前

还认为此说太荒唐。

阴谋论是一口挖不干的井，它成

功引起大众的好奇，带来泼天流量。

到肯尼迪去世20周年纪念时，阴谋论

已成主流。与此同时，媒体上肯尼迪

的形象越来越好，没人再提他堕落的

生活方式、日常蠢行等，肯尼迪成了

“完美的受害者”。

新闻追求真相。可现实是，谁擅长

传播，谁反而会被视为“专家”。值得注

意的是，肯尼迪遇刺新闻的集体谎言并

非串谋的产物，初期只是记者们为掩盖

失职，进而是为追求流量，而随着大众

信以为真，他们已无力澄清真相。《报道

肯尼迪之死：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

造》引人思考：现实中还有多少类似的

谎言？人们该怎样摆脱谎言的包围？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

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

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

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这

是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提出的观点。

宋代经济繁荣有目共睹，颇多学者

认为，它已进入“近世国家”，远超欧洲同

期水准，与17世纪前现代国家比，亦不遑

多让。这自然引发疑问：宋代遥遥领先，

为何中国却未能率先跨过现代化门槛？

《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

1000—1500年》通过扎实的数据分析，

提出独家见解：随着宋亡，元代和明初

转向用管制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引发

长达200余年的衰退，使中国在全球竞

争中丧失先机，留下永远遗憾。

作者认为，元明逆市场化体现在

四方面：一是禁民自由迁徙；二是发行

纸币，管控物价，取消了货币的独立

性；三是在经济活动中去货币化；四是

抄没私人土地，严控兼并，大规模强制

移民和屯田。

元明如此操作，有其长远考虑：商

品经济拉大贫富差距，随着土地兼并，

可能引发饥荒。既然市场无法自动均

平，政府就应站出来，强制均平。

可结果却适得其反：1080年（宋）时，

年人均粮食收入7.5石，白银收入7.5两；

到1400年（明）时，年人均粮食收入降至

3.8石，白银收入0.73—0.95两。宋朝农

民的户均贸易量是明初农民的7—10倍。

明初农民的收入只有宋朝的一

半，纳税比重却增一倍。为养活自己，

“不得不在缺乏农具的情况下耕种近

100亩的土地”，全国亩产降至极低水

平，经济向粗放型农业倒退。

国力被削弱，人民更穷，饥荒频

繁……元明的误操作导致“三败”，这

是因为，古人没意识到市场经济可大

大提高生产效率，只有社会繁荣，才能

拥有一切。基于架空的责任感和直线

思维，只能带来灾难。尊重客观规律，

包括市场规律，就能确保公平、正义与

秩序；不尊重客观规律，只会造成文明

倒退，人人皆成受害者。“一失足成千

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500年兴衰

的教训刻骨铭心，值得后人牢记。

本书立论扎实，在数据搜集、研判

和选取上不遗余力，全书一半以上是

注释，可谓针脚绵密，不发空言。

关于范文澜的印象，可以追溯到1978

年我上大学的头一年。那时候读书风气蔚

然，老师们口中流传着一副对联，叫做“板

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那是老

师们谆谆教导我们要把它作为座右铭的。

相传这副对联是范文澜先生所写。为此我

曾去查过范文澜的著述讲演和其他材料，

只查到范先生有“二冷”的说法：一冷是坐

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头肉。好像不是讲

严谨治学的意思，而是鼓励学者要自信，要

耐得住寂寞，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定会

被以后的人们所承认，配得上古代大儒享

用人们的祭祀。“吃冷猪头肉”之说多少含

有一点自我嘲讽，但自嘲背后依然保持着

知识分子的孤傲，确是大学者的傲世风

骨。这“二冷”的说法对我的影响更大，也

更强烈。然而那副流传人口、被我们当作

座右铭的对联，未必是范文澜所作。奇怪

的是，那时我们都相信对联是出自范文澜

之手。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与我们那

一代人心中建构的范文澜的形象有关。在

那个时代，甘于坐冷板凳、潜心做扎实学

问，这样的榜样，非范文澜先生莫属。

范文澜的形象，不是通过社会新闻，或

者坊间八卦塑造起来的；他的名字是与他

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以及

修订本《中国通史》前四册联系在一起，给

以我们这一代人的深刻印象。我初读范著

通史的时间比上大学还早几年，上世纪70

年代，家里藏有一本《修订本中国通史简

编》的第一册，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读物，

繁体字竖排本，只讲到先秦时代。这本书

里有个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太一样。

按照那时的通行说法，中国封建社会形成

于春秋时期，依据是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年）实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左传》

记载的“初税亩”。郭沫若持这个观点。范

文澜也注意到“初税亩”标志了土地私有合

法化的问题，但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

更加广泛一点，他把土地所有制、农民私有

经济的形成以及西周上层建筑实行分封制

度等方方面面综合起来考察，推测是古代

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先进与

腐朽的社会制度冲突，周武王伐商，代表了

先进的封建社会制度战胜腐朽的奴隶社会

制度，他倾向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西周

初期的说法。据说这个观点是延安“五老”

之一吴玉章先生提出来的，范文澜支持了

“西周封建说”，并以历史学家的深邃学识，

把它写进中国通史，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权威观点。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

代的特殊时期，主流观点又回到了“春秋封

建说”。本来作为学术争鸣，古代社会历史

分期众说纷纭，远不止楚汉两家，也没有什

么足以一锤定音的新材料，争争吵吵都属

正常，但是学术一旦被过度政治解读，就有

点不正常了。范文澜在1969年患心脏病

去世，之后他的“西周封建说”以及褒扬儒

家的史学观点没有受到公开批判，但是有

关“范老是尊孔派”“中国通史应重写”之类

的风声一直不绝于耳。我就是在那个风声

雨声中阅读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

册，范文澜正气凛然、如歌如泣的历史叙

事，立场观点鲜明，文辞朗朗上口。这是我

阅读的第一种中国历史著作，一下子就迷

进去了。后来陆续买到了《修订本中国通

史简编》的第二、三、四分册，还有《中国近

代史》上册，我都认真读过。说真话，对范

文澜的学术观点我不一定赞同，尤其是他

对佛教文化、对曾国藩的怒斥和批判，我觉

得过于情绪化了，但我还是喜欢读他那种

爱憎分明的叙述文字。我感受到，这是一

个有正义感的传统读书人进入现代革命时

代，所力求表现的炽热真诚。

范文澜一生走了两条道路。早年他追

随名师，传承国学，经史子集均有研究，而

且写得一手好古文。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

前夕进入北京大学，师从黄侃、陈汉章、刘

师培等国学大师，与傅斯年、罗家伦、顾颉

刚同列青年才俊。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

风云际会，成为一时潮流，范文澜不为所

动，甚至怀疑他的同乡鲁迅是否走错路了；

但是到五卅运动以后，反帝意识促使了他

的思想发生变化。他一边埋首教学，著书

立说，盛誉学林；一边逐步接近了中国共产

党，其间还两度被捕入狱，尝到了铁窗滋

味。抗战爆发，范文澜义无反顾投入社会

实际工作，从培训人才、宣传抗战到参加游

击战争，还编写过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

子。1939年，范文澜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1月到延安，参与领导了延安边区的文

化建设。他接受中共党组织交给他的任

务，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撰写了《中国

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

义史学领域的开山大师，令人尊重。范文

澜的一生，在老辈的学术传统传承上，在历

史转折中的创新上，两个方面均得其所哉，

各有著述传世。这是极不容易的。

我想，范文澜之所以能够走通两端，又

能善始善终，一生很少被人诟病，除了他为

人正直正派，待人对己都能立其诚以外，还

应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修炼于其中，

值得后人认真思索。当然这不是编这本

《范文澜读本》的任务，一本小册子也无法

探根究底弄清这个深奥道理。只是为了编

选工作，我藉此机会浏览了《范文澜全集》

的第六卷和第十卷，重温《中国通史》和《中

国近代史》，涉猎到他早期国学著作，还参

考了几种有关范文澜的研究著述。读其书

思其人，不觉神往，由此生发出两点体会，

愿意例举出来与读者分享：

其一，人物关系，即社会关系。范文澜

出生于绍兴，算是名门大姓，祖上可以追踪

到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作为中国士大夫文化中最积极

的基因，深深烙入范文澜的潜意识之中，成

为他的人生基本导航。他在人生道路的关

键时刻所作的几次选择，尤其是抗战期间

他在河南的活动中，这方面影响表现得非

常鲜明。童年时期，他亲眼目睹了革命先

烈秋瑾的被捕和牺牲；青年时期，他与鲁迅

相过从，虽然一度有过误解，但很快觉悟过

来，交往如初；北大毕业后，他做过蔡元培

先生的秘书，后来两次被捕入狱，都有赖蔡

先生的营救。会稽人杰地灵，秋瑾、鲁迅、

蔡元培三位绍兴乡贤，各以其伟大人格，对

青年范文澜的成长施以影响。范文澜一生

推崇英雄，撰写过一本普及历史知识的小

册子曰《大丈夫》，介绍了古代张骞、班超等

20余位出将入相的历史人物，而在他身边

的乡贤榜样，均是当代伟丈夫也。见贤思

齐，是中国传统士人自我修炼的基本路径，

范文澜在这方面是真正做到了的。

其二，学脉传承，守正创新。范文澜早

年负笈北大，从预科到国学门，孜孜不倦攻

读旧学经典，天资聪慧加名师指点，被称作

“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北大学习传统国

学的最后一班学生，而且是当年北大国学

的集其大成的继承人。”（蔡美彪语）他所处

的时代，是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新旧政治也

迅速转换的年代，非此即彼，弃旧标新或抱

残守缺是两种最常见的治学态度和人生选

择。当年北大精英荟萃，新旧文化大师兼

容并包，百家争鸣。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

中，北大的学人们至少经历了两次大分化，

一次是新旧学术的分化，另一次是新文化

阵营的分化。范文澜是北大知识精英培养

出来的高材生，他早期的著述，如《群经概

论》与《文心雕龙》注疏，都大量引用了北大

守旧派学人的学术观点。他在《文心雕龙

注》例言申明：“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

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

师，陈先生，即象山伯弢师。其余友人则称

某君，前辈则称某先生，著其姓字，以识不

忘。”这样就把黄季刚、陈汉章、刘师培等国

学大师的讲义、讲课内容保留了下来，得以

传世。他著《正史考略》，除了考辨评价“二

十四史”以外，特意把北大老辈学者柯劭忞

著的《新元史》列入正史，并且收录日本东

京帝国大学授予柯氏博士学位的《新元史》

审查报告原文，以示对老师的尊重，全然不

受新旧文化冲突的影响。说他是北大国学

的传承者，当之无愧。

范文澜后半生毅然走出书斋以后，没

有投向所谓“正统”的国民党政府，而是转

向延安边区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服膺马克

思主义。他是以北大知识精英集团培养的

国学名家的身份参加革命工作的，自然得

到中共领袖的高度重视和委以重任。他的

任务，主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重

新编写中国通史，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事业的历史逻辑性和合法性。1940

年秋天，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连

续做了三场关于中国经学史演变的学术讲

座，他对此有一段开场白说：“五四运动以

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

而言。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著述以敷赞

圣旨为贵，派别繁杂，训解浩瀚，我对这门

学问，既所知有限，借以批判经学的马克思

主义，更未能窥见途径，谈不到正确运用。”

我们如果避开作者的自谦，可以窥见范文

澜的治学精义恰恰是融通了两端：一是传

统经学，二是马克思主义。他精通旧学，深

知经学作为封建时代帝王学的要义，但又

能融合新知，勇于创新，及时推动了新旧时

代文化范式的转型。范文澜清楚地看到：

中国封建时代作为治国意识形态的经学，

现在只能成为学习历史知识的材料了，而

新的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来自西

方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范文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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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山

水游记就是行万里路的结晶，通过山

川胜景和自然风物描写来抒发游性和

心灵感悟。《围炉夜话》中云“观朱霞，

悟其明丽；观白云，悟其舒卷；观山岳，

悟其灵奇；观江海，悟其浩瀚”。茅盾新

人奖得主胡竹峰《南游记》就是一本山

水游记，分“陆离”“南溟”“黎歌”三卷，

作者行走于海南的山山水水，读着《水

浒传》、读着李商隐、读着梁启超，书写

的，既有博物，也有言志抒情。作者说：

人生快意事，读书晤先贤而登明堂，悦

然处入古入神。人生快意事，问道名山

大川，心凝形释，融于自然，与万物合，

有天有地有古有今有我，无天无地无

古无今无我。

作者好古，访古谈古，海南各地风

土人情尽入书中，使这些千百年的民

风民俗得以依托文字传承下去：《椰田

古寨》《石屿》中，都有此类记叙。在明

代万历年间建造的水会守御所，作者

发思古之幽情，真正是逝者如斯夫！在

鸭公岛坐船，海浪汹涌，作者感叹道：

这人世间人来人往，真真假假，不晓得

究竟。真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作者对大自然的敬畏、热爱、顺

应，时时流出笔端：在什寒村，雨后什

寒小村幽幽像梦，溪流涨水了，木瓜挂

着雨滴，紫荆花开得正好，经过一夜风

雨，满地花瓣，像伫立一庭的蝴蝶，几

头黄牛在草丛里各自安详，吃草安详，

张望安详，蹭痒安详，甩尾安详，目光

安详，看得人心里安详。只有敬畏、热

爱、顺应、尊重大自然，才能做到天蓝

水绿，海晏河清，山青鸟鸣鱼畅游，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游海南，说海南，一定绕不开“我

本儋耳人”的苏轼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车过儋州》中，写了

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情仇、是是非非，

二人为密友，性情相合；为同窗，同饮

共坐；为政敌，不相为谋。苏轼包容、

乐观、旷达、处变不惊、此心安处是吾

乡的性情在文中尽情显现。邻家少儿

读书声、路边村犬的乱叫、口吹丛叶

的儿童、立春时节的春牛春杖，都让

苏轼欣喜，随处可见生活之乐，鲜见

颓丧。儋州人是真爱苏东坡，至今当

地有东坡书院、东坡村、东坡井、东坡

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还有“东

坡话”，可谓处处知东坡，处处有东

坡，处处见东坡。

游历于大自然，作者“双目皆古人

所见亦后世所见，人间更替无休无止，

风景不变”，文字大开大合，镜头远近

交替，由近及远，时空穿越到宋朝时

代，阡陌田野、街道、商贾，此时此地的

古时模样再现，“古人和后来者同处一

地”。行万里路后的所思所感，融合了

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情感，放

下心头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恩恩怨

怨、疙疙瘩瘩，找到一片澄澈的心灵空

间，使人宁静，使人清净。

对胡竹峰其人其文，出版家钟叔

河说：“他不拘格式作文，有自己的感

觉。夸张一点说，可谓才气纵横......我

常说，好文学不必好文章，好文章亦

不必为好文学。胡君能‘双好具、二难

并’，实在不易。我又说过，文章不一

定都得有意义。从他的作品看，盖是

能识得此第一义者，这就更加难得

了。”诗人车前子说：“所写皆为海南

风物，一位作家给一个地方特意、专

门写本书，此地幸事。读了胡竹峰游

记，我都不想去那里旅行，为什么？虽

说江山大美，其实文字大美，真去哪

里，未必如此......不是想着到此一游，

而是叹为观止后的梦游与神游。”与

有同感焉。

作者在读了《徐霞客游记》后说：

“文章有山石的嶙峋，也有流水的清

韵，通了汉唐风骨，也可谓之无韵离

骚、诗家绝唱。”以这段文字评价这本

所录“可记之事、可感之情、可发之

叹、可议之论”的《南游记》，我想也是

恰如其分的吧。

流连大美山水间

■ 胡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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